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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乔治忠

( 廊坊师范学院 河北廊坊 065000)

在历史学的几个二级学科之中，中国史学史地位特殊，产生较晚，而且发展历程

几经波折。其产生，有着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因素，但主要得自国内梁启超等名家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倡导与实践。至 40 年代，陆续出现了魏应麒《中国史学史》 (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1 年)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年) 等几部

专著，学术论文的积累也数量可观，学术研究似已打开局面。但与此同时，史学界多

数学人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余地不大，不能称其为历史学科中独立的学术专

业，而实际上，也基本不存在专一投入史学史研究的历史学者。1949 年之后，史学

史甚至未能进入教育部历史学课程的体系设计，致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比先前亦有低

落。至 1966 年，所有历史研究陷入低谷，史学史自然未能例外。真正持续、蓬勃发

展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正轨。以下概略评述改革开放 40 年

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状况，以利于本专业的新发展。

一、中国史学史学术基础建设与系统专著的编撰

在中国，学科发展离不开体制性、组织性的社会结构为基础，中国史学史作为一

个产生较晚的历史学专业，更是如此。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百废待兴，文化学术

与教育体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有的基础上重新布局，提高了史学史专业在历史学内

的相对独立地位。1978 年研究生招考目录专门列出中国史学史，与中国古代史、中

国近现代史相并立。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设史学史专业博士点，成为培养本专业学术人才的重镇。北

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先是恢复内部刊物 《史学史资料》的编辑印行，随之于 1981
年创办《史学史研究》杂志，今已成为著名核心期刊之一。2000 年初，北京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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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有的著作直接奠定了中国史学史学术的基础建设，十分有益于本专业的发展。郑

天挺倡导和主持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是全国历史学界精诚合作的编纂工程，其中

的《史学史卷》 (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年) 首先出版，设计和撰录 3000 多条词目，

内容全面，考核精细，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一部出色的工具书。乔治忠、姜胜利编

著，杨翼骧审定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一书，1996 年于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此书梳理中国史学史各项内容的研究状况，对重要研究论著进行评论。
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起到架桥铺路作用，而自身又成为独具特色的学术成果的撰

著，当首推杨翼骧教授编著的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1 － 3 册 (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年，1994 年，1999 年) 受杨翼骧先生委任，乔治忠与朱洪斌合力续编了中国史

学史资料编年的第 4 册即清代卷，并且对前三册进行了较大的增补修订，以《增订中

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 商务印书馆，2013 年) 为书名同时推出。类似的编年汇总之作

接踵出现，山东大学王学典主编 《20 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由商务印书馆 2014 年出

版，全书 4 册，内容丰富，描述出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全景和主线，是研究现代

史学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著述。由于现代史学史资料繁复和该书篇幅的制约，各个条目

采取编著者概略叙述的体式，不同于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那种编录原始资料的

方式。但书中不少叙事和引文，没有明晰注出其史料依据，未免不便于利用。
中国史学史学术基础建设之作，有利于整个专业学者撰写论文、著书立说，而最

可凝练研究成果的作品，就是成体系的中国史学史通贯性专著。自 20 世纪 40 年代金

毓黻《中国史学史》等书出版之后，全国 20 多年没有产生新的力作。改革开放以

后，局面大为改变。朱杰勤 《中国古代史学史》 (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率先

出版，随后各家撰述接连涌现，迄今中国史学史的系统专著与教材已经近 30 种，其

中重要的有: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由中州书画社于 1982 年出版。仓修良、魏得良

《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与仓修良独力修订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前者于 1983 年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后者 200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尹达主编 《中国史学发展史》由中

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分撰 《中国近代史学史》上

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出版。陈其泰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

社 1994 年出版。杜维运 《中国史学史》三册本由三民书局 1998 年出版。瞿林东

《中国史学史纲》由北京出版社 1999 年出版。谢保成主编三卷本 《中国史学史》与

谢保成独力修订的四册本 《增订中国史学史》分别由商务印书馆 2006 年、2016 年出

版。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六卷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出版。乔治忠 《中

国史学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谢贵安 《中国史学史》由武汉大学

出版社 2012 年出版。其余不一一列举。
上述各部著述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整体发展历程的理解，多观念不一，识见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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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根本冲突。虽说不同学术见解的存在是正常状况，但从逻辑上看，中国史学的发

展是一个客观的历程，我们对此历程的多种认知，可能尽皆错误，但不可能几种相互

抵牾的看法全都正确，理论上符合真实状况的认识，应当只有一种。这就是说，历代

通贯性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本质上不是具体知识的拼合，而是理论层次上的统摄，在

中国史学史多样的著述体系中，至多只能有一种最接近于实际，所以对于中国史学史

整体历程的认知，必须予以热烈、认真的论辩，相互取长补短，消除误判，以求真、
求是的准则趋向于共识的建立。这涉及对史学史基本理念的认识，是本学科理论性探

讨的内容，并非仅仅凭借对具体史书、史家等几项个案研究的直观感悟即可概括与

解析。

二、史学史基本理念的理论性探讨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应当具有自己的基本学术理念，即对于本学科性

质、任务、内容范围、学科地位、研究方法、独有特点、产生条件、发展机制等，具

备一定的理论性认识。任何学科、专业，这项基本理论的建设都是极其必要的，如果

某种“专业”无法明晰地论证其性质、特点、任务、内容等，漫无界定，内涵模糊，

随意出入，那就或为零拼杂凑，或为乱立名目，不具备社会科学的价值。基本的专业

理念若不具备，不知道今后应该做些什么，何能侈谈发展方向?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诞

生之始，即伴随着这种基本理念的思考，而缺少这种思考，就不能确认这一学科已经

产生和存在。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 商务印书馆，1930 年) 将史学史视

为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专有一节论 “史学史的做法”，提出中国史学史最少

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 一是史官，二是史家，三是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是最

近史学的趋势。如此简明扼要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的概括，其推动史学史学科诞生

的作用，要大于一两部示范性撰述。但中国史学界往往疏淡类似的理论性研讨，梁启

超的议论是否完善无误，长期缺乏辩论。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前几年，在教育部决定

恢复中国史学史课程教学的背景下，学术界对本专业的研究任务、研究对象、注意事

项、发展规律、阶段分期以及与相邻学科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讨论，取得不少有益的

启示，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意识形态上的思想制约。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出现研讨，其

中既有 60 年代认识的延续，也呈现出全新的探索与归纳，涉及面相当广泛，议论的

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史学史学科基本性质和学科地位的认识。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

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对此，各位学者

在表述上虽有区别，但基本蕴义实质上大体相同。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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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史学史归入文化专史的范围之内，后来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史学史应当属于学

术史中的一个门类。例如杨翼骧认为: “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是众

多学术史中的一种。” ( 《中国史学史绪论》，《南开大学历史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年) 瞿林东则认为: 史学史既是社会科学史的一部分，又

“近于学术史的一部分”，以及“近于分科学术史”，还特别指出史学史“是对史学自

身发展的反思和前瞻” ( 《中国史学史纲·导论》) 。对于史学史属于学术史的定性，

自然比“文化专史”的识见更为深入，但仍须进一步解析。乔治忠、金久红认为:

“如果说历史学是对人类社会以往进程的反思，那么史学史就是对于历史学的一种总

结性、描述性的反思……从认识论上看，史学史是反思的又一层次，不能仅看作是历

史学的分支，它还担负着总结、描述整个历史学历程的功能，可以说是从历史学中产

生出来又凌驾其上的那个层次。” ( 《构筑中国史学史的学术高地———乔治忠教授访谈

录》，《史学月刊》2013 年第 8 期) 从学术理念上强调了史学史学科在历史学中的重

要地位，预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条件跃居最成熟、最深入的一流水平。
第二，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任务与研究内容。郭圣铭发表 《应当重视史学史

的研究》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8 年第 1 期) 一文，认为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应将

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与史学方法论包含在内。白寿彝教授指出: 中国史学

史的任务是研究 “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内容包括 “中国史学本身的发

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

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 ( 《中国史学史》第一章第三节) 瞿林东

《中国史学史纲·导论》的观点与白书一脉相承，而且有所补充。
杨翼骧教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几番讲授中国史学史，特别指出了

历史观与史学思想是不同的概念，“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而

“史学思想是对史学的看法”，二者是不同的概念 ( 杨翼骧 《中国史学史绪论》，《南

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乔治忠在杨翼骧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阐

扬，提出史学史“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

务”，“这三项任务不是互相分离的，前项是后项的基础，后项是前项的指导，各项

任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绪论》)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以分类

分析的方式归结为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

措、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史学发展

的社会运行机制八项内容，并略作阐释。
第三，关于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1961 年开始的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讨论，

探讨史学发展规律作为史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本是众口一词的话题。但改革开放以

后，议论渐行淡化，为学术总体进步中的一项偏转，是为遗憾。值得注意的是，瞿林

东《中国史学史纲·导论》，仍将“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列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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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另外，作者指出史学发展规律有: 历史的发展与历史认识的发展相关联，史书

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史学的发展进步不断使之走向社会，深入大众。这种

坚持探求史学发展规律的精神十分可贵，但书中的描述还没有深入到理论性概括、抽

象的层次。
李振宏试图揭示历史学的发展规律，表述为三点: 时代发展推进史学进步; 历史

观的变革推动史学的发展和进步; 个人修史创造传世名作 ( 《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新

局面的思考》，《史学月刊》2012 年第 8 期) 。但这只是对于史学发展形态的近似描

述，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单就整个模式的描述可以用在文学、美术以及许多实用工艺

的发展，就不能说是史学发展的规律。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绪论》提出: “揭示史学的发展规律，就是要探讨史学发

展的社会条件与内在原因，剖析历史学在不同阶段的运行机制，这需要在史学史研究

相当深入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来逐步解决”，要投入认真、实在的研

究功夫。在此基础上，乔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了阶段，并论及历史学产生的

条件，史学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内在动力，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特色及其发展阶段，实

际已经构成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期待学术界关注并且积极讨论。

三、史学史的大小专题与长短时段的研究

历史学科中高水平的通贯历代的专著，以及理论层次的深入探讨，很不容易做

到，涉足者较少。学术的繁荣景象，主要还是表现为一定专题的探索和一定时段范围

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可以针对现成存在的史学事项，例如研究一位已往

的史学家或一部史学名著，这在选题中最为方便，也是史学史研究起步的基点。进一

层次，专题可以是经过提炼、归纳的研究对象，如对于中国古代史籍体例、某种史学

思想、一种史学家群体、修史制度的探讨等。一定时段的研讨，长短不一，在对中国

传统史学的研究中，截取一个朝代或连续的两三个朝代，比较常见，也有专取一个朝

代的某一时期为断限者。其中既有研究此一时段某一特定史学现象者，即与专题研究

相结合，也有整体性的论析。这样多种专题和长短时段的研究及其各种组合，使史学

史的研讨成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局面。这里略举其要:

( 一) 史家、史书研讨的长盛不衰。史家和史书的研究，对于清理史学遗产至为

重要，在奠定史学史研究基础中不可或缺。自中国史学史学科产生以来，这种专题研

究至今长盛不衰，小则短篇文章，大则洋洋洒洒巨著，形式多样，难以胜计。诸如

《尚书》、《左传》、司马迁 《史记》、班固 《汉书》、刘知幾 《史通》、杜佑 《通典》、
欧阳修的史学、司马光 《资治通鉴》、朱熹的思想、马端临 《文献通考》，以及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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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史学与思想，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清官修 《明史》、章

学诚的史学、魏源 《海国图志》，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陈寅恪、陈垣、李大

钊、郭沫若等人的史学成就和思想，几乎历年皆有新作，出现了许多在学术上有所突

破的重要著述。例如蒋善国《尚书综述》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刘起釪 《尚

书学史》 ( 中华书局，1989 年) 二书，对几十年来各种不同见解予以梳理，加以自己

的判断，总结提高，考论精深。关于 《史记》，白寿彝 《〈史记〉新论》 ( 求实出版

社，1981 年) 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但对 《史记》的写作背景、撰著宗旨、体例结

构设计、编纂方法、司马迁的思想与贡献等作了全面阐释。程金造 《史记管窥》 ( 陕

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对 《史记》的体例渊源、司马迁的生卒年、《史记》的撰

述意旨，均博引众论，详加梳理，匤谬正讹，得出深切判断。其他如瞿林东对于唐初

令狐德棻、中唐杜佑及其 《通典》的研究，谢保成对于吴兢 《贞观政要》的考论，

也都创见纷呈，成果突出。
关于清朝所修《明史》，历来评述颇多，1978 年之后，陆续产生新的学术见解，

例如黄爱平指出，在纂修过程中，王鸿绪对于 《明史》稿多有修订，并非 “攘窃”
万斯同稿 ( 《王鸿绪与〈明史〉纂修———王鸿绪 “篡改”、“攘窃”说质疑》，《史学

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 。乔治忠认为《明史》完全属于官修，而贡献最大的个人是

徐元文、朱彝尊、万斯同、王鸿绪 4 人 ( 《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
年) 。王嘉川专论了徐元文对纂修 《明史》的贡献 ( 《徐元文与 〈明史〉纂修》，《史

学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乔治忠、杨艳秋认为 《四库全书》本 《明史》在学术

上超越此前刊本，是官修 《明史》的最终成果 ( 《〈四库全书〉本 〈明史〉发覆》，

《清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其他如司马光 《资治通鉴》、朱熹及其 《资治通鉴纲

目》、刘知幾的史学理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等，均为热点的专题。
在 1978 年以来的新时期，此前鲜有问津的史家、史书，如 《东观汉记》、华峤

《后汉书》、谯周《古史考》、袁宏 《后汉纪》，干宝、孙盛的史学作为，南宋李焘、
李心传，明代王世贞、胡应麟，清人吴任臣官修 《西域图志》等，均成为探研对象，

使史学发展全景更加明晰。学术视野、研究范围显著扩大，成果卓著。例如乔治忠探

讨聚讼超过千年的《越绝书》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力排众议，认定成书于东汉安

帝延光元年前后，准确到年，主要作者为吴平，其书编辑的目的，是要抵制赵晔

《吴越春秋》贬斥越王勾践的影响 ( 《〈越绝书〉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的重新考辨》，

《学术月刊》2013 年第 11 期) 。潘振平 《〈瀛寰志略〉研究》 ( 《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考订该书的编纂状况，纠正异说，指出 《瀛寰志略》在学术水平和思想

先进性上，远过于魏源《海国图志》。这类独得的学术见解还可以举出一些，值得学

界注意。
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对民国时期近代史家的研讨日益繁盛，蔚为壮观。举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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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胡适、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罗振玉、柳诒徵、何炳松、傅斯年等，

都成为热点，评述王国维的论著也连续不绝，研究顾颉刚更与对整个 “古史辨派”
的评论结合一起。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也形成热潮。许多史学旧事得以清理、
考订，评论中不无意见分歧，但除了对顾颉刚等少数史学家的评论为褒贬参半外，主

要倾向是多所赞誉，其中包含不少门生、后裔的参与，其畸轻畸重自然难免。正如学

界有人指出的那样，一段时期以来对于民国史家的成就已然估量过高，夸张业绩、掩

饰缺陷，甚至将学术上极少可称者也掺入吹捧，学风和情绪皆有偏颇。对近现代史家

与史学迄今已有的大量评议，还有待沉淀泡沫，剖别偏正，以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和

唯物辩证方法重新论断。
( 二) 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问题的探索。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特别是在近现代

史学史研究中，关乎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的论述往往夺目抢镜，特别引起学界的关

注。这种探讨由来很久，时有翻新。胡逢祥、张文建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 认为，中国近代真正形成史学思潮的，主要有经世

致用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疑古史学思潮以及屡屡泛起的封建

复古主义史学思潮等。这些思潮的依次递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依附于一般的学术思

潮到逐步形成独立史学思潮的过程。张书学提出中国近现代 “三大史学思潮，即实

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 《中国现代史学主潮

论纲》，《山东大学学报》2000 年第 6 期) 。盛邦和、何爱国也将史学思潮归纳为三

种，即“批判主义史学思潮”“民族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分别源

于社会民主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 ( 《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

会原因》，《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4 期) 。侯云灏则认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主要

有三大思潮: 一是‘新史学’思潮，二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思潮”，对其他角度提出的如“国粹主义”“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明文贬抑，认为

从史学史角度来看“不是一种独立的史学思潮” ( 《20 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

问题》，《史林》2002 年第 1 期) 。各种见解还有不少，总的说来是标准不一，结构离

析，意见分歧，多有随意命题之迹。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流派的探讨，存在同样的问题。前揭胡逢祥等的著述没有明

确厘清思潮与流派的区别，而是混含言之，如国粹主义思潮之下就是史学的 “国粹

派”。其他论者，各具异说，值得注意的是王学典的主张，即关于现代史学内存在

“史观派”与“史料派”两级对立统一的结构。他表示要“坚持史料派和史观派的消

长沉浮，构成了整个 20 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观点” (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

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但有时也把这一结构性认识用 “新史学”与 “新汉学”
的概念来表述，认为“在概述或纵论整个中国史学史时，可以用 ‘新史学’来指称

20 世纪中国史学，以与两千年来的所谓旧史学特别是二十四史相区别” ( 《新史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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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汉学: 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 年第 6 期) 。值得注

意的是，侯云灏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撰成 《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
( 《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2 期) ，指出史学界已有的划分史学流派方法，都存在问

题，或难以确切，或顾此失彼。而他自己则罗列出 12 种史学流派，并且说明 “12 个

史学流派，并不是本世纪前半期史学流派的全部……学派林立，却难于以一个统一的

标准划分”，特别是“有的学派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还没有彻底成型，有的学派其

宗旨并不清楚，就消失了。学派存在时间短暂，来不及找准自己的定位”，这道出了

实情。而既然如此纷繁驳杂、不成体系，作者仍主张 “专门从史学流派这一独特视

角立论，来研究中国现代史坛”。
研讨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反映了学者不甘于仅做散碎的研讨，试图对史学发展

状态进行一定程度的统摄与整合，初衷是学术进取性的体现，以上所引各位学者的论

文，梳理资料十分精细，思辩理路相当雄奇，其价值不可抹杀。然而对于 “史学思

潮”“学术流派”这类范畴缺乏进行理论性的研讨，未能界定其蕴义，尚不明晰其对

于社会史实的确切指向，就难免部分地成为繁杂、无序和模糊化的概念工具，出现主

观构建、随意认定的倾向。史学思潮的概念并非完全不可使用，但既然为思想之

“潮”，似应是忽然兴起、浮于表层，奔腾激荡，夺人视线，但势必较快地消退与沉

静，终于融入一时曾被遮掩了的深层内涵。因此长久存在的经世史学思想，产生之后

一直稳步扩展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都不宜归为 “思潮”，姑且称之无妨，严密

推敲可议。在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确实存在理念近似，甚至有师承关系的史学家群

体，他们声气呼应、互为奥援，可以视为学派，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以某种

学术阵地或学术机构为依托，理念相近且声气呼应的史学群体，为了研究中行文的方

便，也可以姑且称为学派，如“学衡派”“南高派”“食货派”，等等。“学派”划分

既然无法形成正确的统一标准，多为 “姑且”之词，因此不能作为把握和解析中国

近现代史学史的万能钥匙。
( 三) 官方史学研究的推进。在历来事关中国史学史的论著中，都不同程度涉及

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和官方史学的内容，但大多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更缺乏将官方视

为与私家构成对等史学主体的意识。乔治忠 《清朝官方史学研究》 ( 文津出版社，

1994 年) 首次明晰标举 “官方史学”的概念，随之又发表文章提出: “中西史学从

发生和发展上看，其根本区别就是中国具有纳入政权机制的官方史学，因而形成官

方、私家史学的双轨发展”，此乃中国古代史学异常兴旺的原因 ( 《中国与西方古代

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学术研究》2007 年第 11 期) 。这实际提出了将官方史

学视为与私家史学对等，并且居于主导地位的理念。此前此后，作者对清代和其他朝

代、通代之官方史学的研究，仍然继续，发表论文多篇，还编辑了 《中国官方史学

与私家史学》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 ，进而撰著 《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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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研究》 (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 年) 一书。岳纯之 《唐代官方史学研究》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王盛恩 《宋代官方史学研究》 ( 人民出版社，2008
年) 、杨永康《明代官方修史与朝廷政治》 ( 人民出版社，2015 年) ，是后继的 3 部

专著，选题、写作，直接得自乔治忠论著的启示。王记录 《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
( 人民出版社，2009 年) 为颇有影响的力作。谢贵安对明代、清代的官修实录深入研

究，出版《明实录研究》 ( 文津出版社，1995 年) 、《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 ( 武汉大

学出版社，2007 年) 、《清实录研究》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宋实录研究》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中国已佚实录研究》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等

专著及发表大量论文，实际也是投入到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研究之中，成就显著。姚继

荣《清代方略研究》 ( 西苑出版社，2006 年) 、段润秀 《官修 〈明史〉的幕后功臣》
( 人民出版社，2011 年) 等，亦与官方史学研究关联密切。此外，以探讨官方史学活

动为专题的论文，也逐年增加，在此不一一列举。
研讨官修史和官方史学活动，关键要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视为构成两条互

动、互补又互有排抑之发展轨道，以此思路继进，探讨中国史学特别兴盛的原因，发

现官方史学的优长与文化魅力，因而影响周边民族及外国政权。归纳官方史学包含的

各项内容，提出判断古代官修史与私修史区别的标准，即一部史书纂修进程中，官方

对史籍的修纂是否有着切实的控制和管理。由考察官、私史学的互动，进而思考史学

的社会运行机制，探索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这才是研讨官方史学的意义所在。这些

理念，主要是乔治忠在其论著中所提出，还有待业内同仁多所关注与讨论。
( 四) 断代史学史与通代专题研究的勃兴。由于官方史学在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中国古代史学具有随政权兴亡脉动的节奏，研究一个朝代或连续两三个朝

代的史学发展，是合理的、自然形成的选题。较有影响的著作，诸如谢保成 《隋唐

五代史学》 (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年) 、燕永成 《南宋史学研究》 ( 甘肃人民出版

社，2007 年) 、罗炳良《南宋史学史》 ( 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钱茂伟 《明代史学

的历程》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 (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等，历年陆续出版，但还未能构成从先秦至清代的另一著述系列。改革开

放之前，明代史学史的研究十分薄弱，1990 年之后则专题论著显著涌现，其中钱茂

伟用功甚勤，专著之外，发表多篇论文，涉及面颇宽，业绩显著。以断代时间的范围

研究一项史学专题的著作，是史学史研究成果的表征之一，其中如姜胜利 《清人明

史学探研》 (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周少川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1 年) 等，颇具资料清理之功和富于学术新见。
至于近现代已经不存在朝代，整个近现代的史学史被视为相当于通代性质，那么

其中一个时段范围的研究也可以类似于古代的断代。研究成果可以类比归纳于此: 王

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 (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年) 、路新生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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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陈其泰主编 《20 世纪中国历

史考证学研究》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张剑平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
( 学苑出版社，2003 年) 、张越 《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 ( 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2007 年) 、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7 年) 等，选题重要，论述精详，很具学术参考价值。
将一项中国史学史的专题作通贯历代的全面研究，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但撰著

颇为困难，要求作者有深厚的学术功力，甚至需要组成团队合作。这种研究已经勃

兴，代表之作，当属吴怀祺主编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 黄山书社，2005 年) 与瞿

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年) ，皆为多卷本巨著，总

成就引人注目。两套著述辉光相映，尤其是后一套，明白、郑重地宣示了将历史理论

与史学理论区分开来的意旨。这个理念虽然早有杨翼骧等老一辈学者的强调，但在多

年的史学研究中，许多学者常常将之混淆一起，不明界限。
( 五) 课题开拓与中外史学比较。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如何开拓新的课题，早已进

入史学家的思考和视野。白寿彝曾多次提示要进行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

瞿林东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做出了具体的学术部署，成果将

很快得以展现。课题开发的方向之一，是将史学史研究与社会文化及其他学术考察结

合起来，学者已经有所尝试，如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 (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 1882—1949) 》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等。但最重要的学术开拓，当属大力推动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这项课题对知识结

构要求较高，难度很大，需要培养一批专门人才，才能兴旺起来。乔治忠提出，中西史

学的比较，可以在不同起源的两种史学中发现共同的特点，有助于探索史学发展的社会

机制 ( 《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山东社会科学》2011 年第 9 期) 。
自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之后，考察、论述中西、中日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的论

著络绎不绝，其中也有少量涉及史学问题。这可以视为进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

条件和前提准备，真正进行中外史学的比较，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改革开放迄

今，尚缺少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专著，成果主要体现为学术论文的发表。中西史学比

较研究起步较早，胡逢祥 《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 ( 《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4
期) 对史学产生的条件以及中西史学在起源上的异同作了初步探索; 他的 《试论中

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 ( 《学术月刊》1997 年第 9 期) 尤为精湛，指出

中国古代“官、私史学并驰”，而西方古代无此事项，乃由私史为主到教会垄断。文

章概述了中西史学各自的演变状况及特点，提出不少值得重视的概念。张齐政连续发

表《中西古典史学理论异同论》 ( 《衡阳师专学报》1997 年第 4 期) 、《中西古典史学

批评论》 ( 《史学月刊》1998 年第 2 期) 、《中西古典史学比较二题》 ( 《衡阳师专学



20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8 年第 4 期

报》1998 年第 2 期) 等文，但较为重视中西史学之同而忽略相异点。乔治忠 《中国

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 《学术研究》2007 年第 11 期) 指出，二者

皆具备记史求真的观念和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强调，但最明显区别是有无连续不断的官

方修史，通过比较，可知记史求真与治史致用的对立统一，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基本矛

盾。其他如杜维运《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 ( 《学术月刊》2008 年第 1 期) 强

调中国古代的记史求真准则优于西方，批斥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马雪萍 《中西

古代史学: 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 《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3 期) 分析了

中国与西方在历史思维、史料批判等方面的异同，认为西方古代史学因思想和方法不

断衰退，故被中世纪基督教史学所取代。
关于中日史学的比较，盛邦和的文章详细梳理了中日两国 “华夷史观”及其异

同，认为近代“东亚对外观的转化，中国走在前面” ( 《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 ，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乔治忠发表 《论中

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 ( 《求是学刊》2005 年第 2 期) 、《论中日

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 《学术月刊》2006 年第 1 期)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

近代转型的比较》 ( 《史学月刊》2008 年第 7 期) 、《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

史学比较》 ( 《史学理论研究》2009 年第 2 期)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 与时培磊合作，《齐鲁学刊》2011 年第 4 期) 、《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与中外史学比

较》 ( 《史学月刊》2012 年第 8 期) 、《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东亚视域》 ( 《史学理论研

究》2016 年第 2 期) 、《中日两国在古史研讨上的政治扰动———20 世纪前期疑古史学

及其背景的审思》 ( 《史林》2016 年第 4 期) 等多篇论文，认为日本传统史学是因为

中国史学传入影响而产生，但演化出自己的特色，成为促成古代日本天皇 “万世一

系”政治体制和列岛国家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另外，张文静、周颂伦《“尧舜禹抹

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 〈禹贡〉的考辨

为中心》 ( 《东北师大学报》2015 年第 3 期) 、张紫晨 《中、日开辟神话的比较》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第 5 期) 等，是选取具体个案作比较研究，功力颇深，

足资参考。
涉及中国与朝韩史学比较研究的论著，应当说算是刚刚起步，在中国访学的韩国

学者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 一书，该

书并未臻于细致、深刻。朱政惠 《关于中韩史学比较若干问题》 ( 《韩国研究论丛》
第 1 辑，1995 年) 论述了开展中韩史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理念。归泳涛撰文提出，近

代中日韩三国都以民族主义为历史观基础，因而有共同思想，但是也有冲突，应当超

越“民族史观”的局限，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 ( 《民族主义与中日韩三国近代的

历史观》，《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2 期) 。孙卫国发文多篇，其中有 《〈明实录〉
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 《求是学刊》2005 年第 2 期) 、 《〈朝鲜王朝世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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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编纂与中国实录传统的影响》 ( 《史学理论研究》2015 年第 3 期) 、《〈明实录〉
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 ( 《文献》2002 年第 1 期) 、《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

流》 ( 《历史教学问题》2012 年第 4 期) 等，前两篇属于中外史学比较内容，其他均

属中外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研究; 他的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

周思明问题研究: 1637—1800》 ( 商务印书馆，2007 年) 专力研究朝鲜王国的政治历

史观念与中朝文化交流，为深入进行中韩史学比较研究奠定厚实的基础。事实上，无

论中西还是中日韩之间，研究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的著作、论文十分丰富，这里不予

罗列。惟大量中外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研究著述中，涉及史学内容者寥寥无几，进

入中外史学比较研究者更为凤毛麟角。这是亟须加强呼唤、着力引导的治学方向。

四、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前所论述，已经提到本学科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谈到学术课题开拓时，也言及今

后的发展方向。限于篇幅，这里仅附加条列几点意见:

( 一) 史学史研究的每项内容，都不能依靠援引和讲说有趣的故事，只能以严密

的逻辑性和深入的分析制胜。因此本学科的学者，应当格外强化理论思维的水平，这

就需要认真学好唯物辩证法，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思维利器。
( 二) 坚持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学术方向，提倡以学术论辩，力求解决理念分歧以

及各种大大小小具体问题的分歧。不能不实行“求同”努力，就消极地 “存异”，学

术进展有赖于此。
( 三) 继续加强学术基础建设，例如改善当下日本、韩国史学资料和文献奇缺的

状况，这样才能推动中日、中韩 ( 朝) 史学比较研究的扩展。
( 四) 扩大学科学术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具备特殊治史技能的史学史专业学

者，例如精通甲骨文、金文，熟识满文，懂古代音韵等，为审视历史学各个专业著述

做好准备，因为史学评论是本专业的重要职责。

( 责任编辑: 李成燕)


